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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抒情诗：双重话语下的嬗变、渊源与问题
刘晓飞

政治抒情诗是一种诗歌样式，也是一种诗歌

现象，更是一种文艺景观。作为一种诗歌样式，

它以大众的名义对政治进行文艺评述和情感表

达，既有辉煌成就，也有明显弊端；作为一种诗歌

现象，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话语，反映了时

代征候，且在当代文坛绵延近半个世纪，至今余

韵犹在；作为一种文艺景观，它介入当代中国政

治文化，彰显了文学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至少存在两条蜿蜒曲

折的轨迹。首先是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变迁：“文

革”前的盛极一时、“文革”后的寂寥冷清、21 世纪

以来的再度回暖。这种从“热”到“冷”再到“温”

的变化，折射了现实历史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动

向，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丰满活跃。其次是学界

对政治抒情诗的态度褒贬不一，存在较大分歧，

且随着历史语境的推移，从最初的溢美推崇，到

后来的有限认同，再到后来的诟病否定，直至理

性多面平视，批评话语走向波动迂回。进而，从

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中也延伸出政治与文学、普

遍性与个人性、文艺定位与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重

要话题。由此，透过历史梳理回溯政治抒情诗的

相关批评，观察其研究路径、学术生命力和文坛

地位的变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进行合理性反

思，也就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关涉当代诗

歌如何面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抒情诗的两大特点是强烈的政治实用

功能、高亢的情感艺术表达。徐迟在 1958 年曾作

出概括:“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我们社会主义

时代的喉舌。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

量的政治鼓动诗。”①之后的学者对政治抒情诗的

描述也基本没有脱离其政治内涵与情感表达，即

政治性与文学性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双重话

语是政治抒情诗的存在根基，也正是政治性与文

学性的交缠，给政治抒情诗带来了多舛的命运、

多样的批评话语。

一、话语内涵与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话

语的嬗变，可以看出其脉络走向无一不与现实政

治的变动轨迹相吻合。这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对

文学的“规定”的表现，政治抒情诗天生携带历史

任务。19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经明确了文艺的政

治责任，“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

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

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

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而在 1949 年 7 月召开

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

《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更加细致地给作家

发出了政治学习的指示：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

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

种基本政策”，“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

①    徐迟:《序》，诗刊社编：《祖国诵》，第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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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方法和观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是在领会、描述和执行

政治要求，政治抒情诗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来自政

治层面的意图和指示。程光炜认为，此时的诗歌

“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

一调整中歌唱和礼赞的使命。政治与文学的关

系从没有如此密切过，文学也从没有如此得心应

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②。从创作目的与现实

意义来讲，政治规范和限制了抒情诗，抒情诗配

合和体现了政治。

学术界对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性和文学性

的理解是持续开拓的：关于政治性的理解经历了

由小到大的扩展，关于文学性的理解则经历了由

外而内的深入。首先是关于政治性的理解，在主

流意识形态立场下，呈现为从即时性政治事件到

人民性普泛化认同的趋势。1957 年，郭小川出版

了诗集《致青年公民》，其中第二辑标题即是“‘遵

命’集”，“大多是为了某一政治事件写的，也可以

说是‘遵’革命需要之‘命’的产物”③。冯牧在给

《郭小川诗选》作序的时候也说过：“他几乎不放

过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④在一定意

义上，早期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体现了政治权力

的彼时话语和“阶级斗争洪流”⑤的现实情景。但

“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与审美艺术

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时，诗歌“逐渐摒弃那

种拘泥于‘事实’的甚至琐碎地罗列情节、记述过

程 的 嗜 好 ，而 趋 向 于 对 认 定 的 精 神 价 值 的 播

扬”⑥。诗人和学者开始致力于描述政治抒情诗

中的人民性，比如白烨就认为贺敬之“以人民为

描写对象、同人民一道感受生活、为人民抒怀”⑦。

而这一话语源头仍旧来自政治层面：1979 年，邓

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

作者的母亲”⑧；2014 年，习近平提倡“把人民作为

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

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⑨。文艺工作者自觉呼应并转向，“抒人民之

情，叙人民之事”⑩，“人民获得了新生，人民也获

得了新的形象”�I1。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是马克思

主义文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李大

钊、瞿秋白、鲁迅等人对此都有过论述，但不同历

史阶段所指涉的“人民”显然居于不同的处境、身

份及心境中。就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我爱农民，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爱”�I2中

的“人民”，是被剥削压迫、被同情的被统治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人民”，是

翻身做了主人但仍处于阶级斗争中的社会主义

革命者；“文革”后的“人民”，是重心聚焦经济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当新中国的学者观察政治抒

情诗时，其中的“人民”被认为展示了胜利者的姿

态及革命和建设的激情，本质上也是宏大庄严的

时代精神与民族国家的象征。政治抒情诗及其

批评始终及时准确地领会并配合了政治层面对

文艺的要求，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合理性论证。

关于政治抒情诗中的文学性或抒情性的理

解，则是由“大我”到“小我”，直到“大”“小”结合，

这体现了政治抒情诗深度的拓展。早期“抒情何

为”不言自明，学界探讨的是“抒情如何为”，强调

抒情要更好地为政治服务。1954 年，诗人臧克家

如此表述新诗的基本方向与任务：“那就是诗人

如何深入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彻底改造自己的

思想情感，运用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表现形式，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第 28、29 页，北京，新华书店，1949。
②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第 2 版），第 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3。
③    郭小川:《几点说明》，《致青年公民》，第 127 页，北京，作家出版

社，1957。
④    冯牧：《不断革命的战歌和颂歌——〈郭小川诗选〉代序》，《诗刊》

1977 年第 10 期。
⑤    谢冕：《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诗刊》

1964 年第 10 期。
⑥    谢冕：《中国新诗史略》，第 300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⑦    白烨：《人民性立场与民族化风格——贺敬之文艺创作的贡献与

特色》，《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 年第 5 期。
⑧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31 日。
⑨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

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127 页，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6。

⑩    贺敬之：《序》，李季：《李季文集》第 1 卷，第 3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2。

�I1    余岱宗：《人民的镜像：从苦难走向新生》，《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 年第 3 期。

�I2    臧克家：《臧克家文集》第1卷，第59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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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对新中国的伟大现实的动人的颂歌来。”①袁

水拍甚至把个人情感视为新中国诗歌的敌人，

“在社会主义时代里，个人主义对诗歌也是直接

敌对的，是互相排斥的，是水火不相容的”②。这

种对个人情感的排斥，确保了政治意志执行的纯

粹和流畅，但文学的丰富复杂被遮蔽。之后，一

些质疑与思考出现：“有不少抒情诗由于没有自

己的独特的个性，没有真正的生活激情，没有诗

人在诗中所倾吐的饱满的热情，而使得抒情诗成

为某种自然景象的摄影，或者是成为某种概念的

传声筒。”③最终，学界达成一致，认为政治抒情诗

中的情感应该是“大情”与“小情”，即“共性”与

“个性”的结合：“一方面，我们要求政治抒情诗中

的‘情’带有很大的共性，即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

所共有的或可能有的，另一方面，又要求政治抒

情诗中的‘情’具有诗作者的独特的个性，即又应

该是诗作所独有的，是诗作者对于一定政治事件

的意义的独创性的发现。”④诗歌中的个人性被学

者充分尊重、发掘，因为“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

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使政

治抒情诗“具有了某种情感的丰富性”⑤。批评视

野中，政治抒情诗情感高度的变化，带来了情感

厚度的增加、质感的增强，同时也强化了批评的

预示性和有效性。

除了对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各自理解外，政治

抒情诗中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与诗学的审美维

度的聚合缠绕会形成怎样的张力，是无法回避且

受到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可能产生的

效果有：1. 共生性相互促进的正面效果，政治给

文学提供了现实庇护和保障，文学则增强了政治

的教化功能和现实价值；2. 对立性此消彼长的负

面效果，政治作为定语规定了抒情的内容和性

质，如果这种规定超出合理范围，政治性会对文

学性造成遮蔽、损耗，使政治抒情诗变成诗性稀

薄、灵气匮乏的“非诗”。学界尤其关注政治抒情

诗中的这种非正常状况，因为这涉及诗歌存续的

根本问题，“政治抒情诗的生命不在于对政治的

亦步亦趋，诗过分依赖政治，行之必不久远”⑥。

另外，对政治抒情诗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有一个

认知的误区，“仿佛作品一跟政治有关便低了一

等”⑦，似乎减少或者取缔了其中的政治元素，诗

歌本性就能得到舒展。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首

先，文学中的政治元素是不可避免的，洪子诚等

人认为政治“对诗人有无法回避的影响、制约，诗

同样可以表现现实人生中所包容的社会政治内

容”⑧，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其抒情本身就是依靠

政治来建立的”⑨。其次，政治性也不完全是负面

的，政治元素可以增加诗歌的历史厚度、社会广

度，产生巨大影响力，“符合时代需求，具有强大

审美性的政治抒情诗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它

反映了时代的灵魂和精神，表现了时代的主旋

律”⑩。所以，取缔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既不

符合文学自身的实际情况，也容易令文学陷入自

我的陷阱之中。处理好政治学与诗学的合理平

衡关系，才能确保政治抒情诗的发展。

学术界对政治抒情诗的评价语调在不同年

代有明显差异。20 世纪 50—70 年代，当政治标

准作为文艺评判的标杆时，立场正确、紧随时事

的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收获的是正面评价。这

一时期褒扬的声音高过质疑，很多学者对其不吝

赞美。1960 年，茅盾、谢冕对贺敬之的政治抒情

诗从思想到文体大加赞扬，“在思想内容上，我们

今天的抒情长诗比前人广博深远不知多少倍，而

在诗的形式方面也大大突破了前人的规范”�I1，

①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一
九一九——一九四九〉代序》，《臧克家文集》第 6 卷，第 257-258
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

②    袁水拍：《谈诗》，《诗论集》，第 22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③    叶橹：《关于抒情诗》，《人民文学》1956 年第 5 期。
④    陈辽：《谈谈丁汗稼同志的政治抒情诗》，《雨花》1963 年第 8 期。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7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⑥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 1090 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

社，1997。
⑦    舒晋瑜：《新时期多元化诗坛中政治抒情诗如何生存》，《中华读

书报》2009 年 4 月 22 日。
⑧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引言》，第 11 页，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0。。
⑨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 132 页，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⑩    戴惠：《在历史语境中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审美时代性》，《江

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I1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人民文学》196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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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以宏伟的规模描写了我们党的斗争和历

史，努力创造党的鲜明的形象”①。1979 年，冯牧

在为《郭小川诗选》所作序中高度赞扬郭小川的

新辞赋体。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些反思质疑的声

音，如 1950 年邹荻帆和 1959 年郭小川都用了“浮

光掠影”来发出警示：邹说一些缺乏真实的诗歌

是“浮光掠影地反复歌颂着”②，郭说自己写的是

一些“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东西③。杨匡汉等

人也认为，没有真挚的革命情感的诗“是没有灵

魂、没有生命的诗”④。但这些言论的声调较弱。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从阶级

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及时调整并实行了相对

宽松的文艺政策。在坚持“二为”方针基础上，批

评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

讨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等，标志着文艺从属

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等观念的退场，政

治与文学逐渐调适到合理的距离。此时的批评

者格外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尤其强调“写得如

何”。从 1978 年开始对政治抒情诗指摘的声浪逐

渐增强。1979 年，诗歌领域的权威刊物《诗刊》发

表了《“政治抒情诗”名称小议》一文，出现了“没

有政治抒情诗，只有政治口号诗”“虚情诗”之类

的观点，甚至认为“‘政治抒情诗’的名称不仅在

理论上容易造成混乱，而且在实践上容易把诗歌

创作引向邪路”⑤，这样的指责不可谓不严厉。谢

冕在著名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坦言，“我们的

新诗，60 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的道路，而是走

着越来越窄的道路”⑥，也包含着对政治抒情诗的

深刻反思。这些密集的负面评价使政治抒情诗

处于被贬斥的尴尬境地，其原本在文坛的重要地

位开始动摇，政治抒情诗发展进入低潮期。

19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消费文化的崛起导致多元价值观盛行，文学的关

注视野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移到具体的日常叙

事，非意识形态元素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人

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之类论争

能够出现，意味着文学具有了极大的自主性。但

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的同时，也迎来了被边缘化

的命运，政治抒情诗在学界的关注度和在文坛的

地位持续走低。举些鲜明的例子：1987 年，谢冕、

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50—80 年代）》中贺敬之、

郭小川等人的政治抒情诗占有不少篇幅；1996
年，谢冕、钱理群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却没

有纳入贺敬之的诗，郭小川的诗也并非政治抒情

诗代表作；2002 年，李杨的《50—70 年代中国文学

经典再解读》中也没有出现政治抒情诗的身影。

尽管谢冕在 2020 年的《中国新诗总系》中又重新

放入贺敬之的诗，但这种作品的“上”与“下”体现

出的，正是政治抒情诗在消费文化时代的冷寂现

状。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政治抒情诗在内的“红

色经典”被冷静地予以重新检视，此时学界对政

治抒情诗的态度有褒有贬，甚至出现对立观点。

例如，谢冕、钱理群等人高度评价郭小川及其创

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认为其“具有更大的

超越性”⑦，是最具代表性的“时代诗人”⑧；《诗刊》

给郭小川的定位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

一，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奠定政治抒情诗风、为当

代中国书写诗史的文坛巨匠”⑨。与此相反，王富

仁从作家心态角度出发，认为郭小川诗歌“是一

个给自己制定了太高的人生目标而又感到自己

无力实现的人的感伤，一个充满建功立业的雄心

壮志又感到失去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的人的

感伤”⑩；此外还有“不合格的抒情”�I1，甚至“非驴

非马的制作”�I2这样的观点。此时，除了从诗歌流

派、诗美内涵、抒情方式、意象塑造、作家心态等

方面分析政治抒情诗，学者们还从话语空间、消

①    谢冕：《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诗刊》1960年第11、12期合刊。
②    邹获帆：《关于诗歌》，《文艺报》1950 年 3 月 10 日。
③    郭小川：《月下集·权当序言》，《谈诗》，第 102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78。
④    杨匡汉、杨匡满：《战士与诗人郭小川》，第 128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78。
⑤    弘征：《“政治抒情诗”名称小议》，《诗刊》1979 年第 4 期。
⑥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诗探索》1980 年第 4 期。
⑦    谢冕：《郭小川的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0 年第 4 期。
⑧    邵燕祥、钱理群等：《走近真实的郭小川——<郭小川全集>出版

座谈会纪实》，《社会科学论坛》2000 年第 3 期。
⑨    刘章、何理主编：《郭小川研究》，第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⑩    王富仁：《青春的激情 集体主义的歌唱》，《南方文坛》2000年第3期。
�I1    谭五昌：《不合格的抒情——重评郭小川的〈致大海〉和〈望星空〉》，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9期。
�I2    王志清：《意象化，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美学自审和选择》，《宁夏社

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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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文化等较新角度展开研究。多种理论方法和

研究视野并存，纷繁复杂的审美格局下，政治抒

情诗获得了多种面目和多重价值。

21 世纪初，政治抒情诗研究有了回暖迹象。

2004 年，有学者断言：“政治抒情诗只能是政治生

活高度集中时代的产物，尽管在这样的时代它确

实风行一时，但作为诗，不可能有多长的生命力，

在形式、语言和技巧方面也不可能给诗的发展提

供什么新鲜的东西。”①但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远超

学者的预料，也就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政治抒情

诗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尤以对诗人贺敬之的研究

更具表征。2004 年，恰逢贺敬之 80 寿辰，北京、

深圳等地陆续举行了贺敬之创作研讨会。2005
年，“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

办，在北京举行纪念贺敬之文学创作 65 周年系列

活动时，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高度评价贺敬

之及其创作，说他是“杰出的文艺家”，他的《回延

安》《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是“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人”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

《文学评论》《诗刊》等对这些研讨会和活动予以

重点报道，《文艺理论与批评》推出“贺敬之研究”

专栏。2006 年，《挥毫顶天写真诗——贺敬之文

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2008 年，

《贺敬之研究文选》座谈会专辑出版；《文艺理论

与批评》于 2014 年第 6 期又推出“贺敬之诗歌研

究”专栏。围绕贺敬之寿辰及其创作纪念的一系

列活动，恰恰表明了政治抒情诗与政治的密切关

系，但此时的学界更愿意把政治抒情诗放回历史

现场，关注诗歌与政治话语、文学环境之间的关

联，用宽容平和的目光审视和评价诗人及其创

作，言辞激烈的抨击少了，温和公允的论调多了，

尤其对政治抒情诗在那个时代的生产机制和意

义架构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洪子诚、孟繁华

认为：“不是作家们‘片面地认识文艺和政治的关

系’，而是‘历史先在假设条件’决定了他们必须

这样认识。”③古远清认为：“不能因噎废食，由此

将政治抒情诗一笔勾销，或变相禁止它的存在。

这正如田里长了许多稗子，不能在除草时干脆将

稻子也一起拔掉。”④当然，这些带有辩解意味的

观点并不意味着全盘肯定，政治抒情诗带有明显

缺陷，但作为曾经长期居于重要位置的文学样

式，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绕开政治抒情诗，对其

一概否定显然不公允、不客观。

近 10 年，“红色经典”重读成为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的视野涉及媒介传播、

影视改编、叙事学、版本学、知识考古学等诸多方

面，这里面就包括对政治抒情诗的研究。这些研

究思维开阔、新意迭出，有了将政治抒情诗“再经

典化”的趋势。吴进从时代美学理想的角度阐释

“敬之体”的意义⑤；付祥喜以《团泊洼的秋天》作

为个案，从选本、批评家、文学史等角度探讨文学

经典化的路径及内涵⑥；李遇春把政治抒情诗放

在百年中国红色诗歌序列中加以考察⑦；李杨采

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时间开始了》，认为它

“撬动或解构‘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打开

讨论二十世纪中国人独有的‘情感结构’乃至文

化政治的新空间”⑧。2020 年，《贺敬之评传》《读

贺敬之》《贺敬之诗文艺术摭论》问世，还有一些

刊物、研讨会等集中推出关于政治抒情诗的栏

目、主题研讨等，比如《文艺理论与批评》继 2014
年推出“贺敬之诗歌研究”专栏后，于 2023 年、

2024 年，又推出了“贺敬之研究”专栏，用新视野

新路径开展研究。光明日报社下属的《博览群

书》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推出

“重读红色经典”专栏，从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7
①    王光明：《论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刘云山：《给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的贺

信》，《诗刊》2005 年第 3 期。
③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 129 页，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④    古远清：《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评贺敬之的新诗理论》，

陆华编：《贺敬之研究文选》下册，第 1037 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8。

⑤    吴进：《论“敬之体”及其文学史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⑥    付祥喜：《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路径及其内涵——以〈团泊洼的秋
天〉为例》，《文艺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⑦    李遇春：《“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长江文艺评论》
2022 年第 2 期。

⑧    李杨：《“时间开始”与“英雄出世”——〈时间开始了〉与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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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陆续推出 12 期共 60 多篇论文，其中包括对

《时间开始了》《回延安》《一个和八个》的再解读。

2023 年，《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

“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专题研究”。这些持续不

断的重读使政治抒情诗焕发了新的生机，延续和

拓展了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且研究呈现出跨

学科和综合性的特点。

二、渊源回溯与流变传承

政治抒情诗并不是凭空出现，它是一种历史

生成，是继承汇聚了中外古今文学资源发展演化

而来的。诞生于不同时空、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

的文学被相应的政治意志所制约，体现了不同的

现实诉求、个性心态与文化逻辑：所谓“抒情”，抒

的是个人之情，还是家国之情？是革命伦理，还

是个体伦理？所谓“政治”，是庙堂，还是百姓？

是启蒙，或是阶级，还是革命？不同历史背景、不

同话语体系，建构了不同的内涵、结构与文化姿

态，而不同的阐释更是赋予其不同的文学面向。

因此，梳理政治抒情诗研究的来龙去脉，能够更

清晰地辨别其面貌，勘察其特质。

政治元素在中国文学中具有持久而稳定的

存在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诗言志”“文以

载道”的传统，“志”和“道”是核心，侧重于文人墨

客忠君爱国的政治抱负，且古代文人常常融个人

情感于政治，形成了中国文学感时抒怀的情志并

重传统。历代文学批评家都注意到这一特点，并

多有论及。《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指出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

功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有“化感之本

源，志气之符契也”的表述；孔颖达提出诗有“承”

“志”“持”三训；白居易有“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

情，情者系于政”的观点；王夫之认为，“诗以道性

情，道性之情也”，等等。这些并不是罗列，而是

表明中国古代诗论一直秉持情志交融、文学性和

政治性并重的传统。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文论经

常把诗歌看作是效忠于国家民族的庙堂文学，同

时也关联诗人的情感心态、道德品格及文本驾驭

能力。古人学而优则仕，古代很多诗歌创作者兼

具朝廷官员与文人墨客身份，两种身份互相促

进，也使得古代诗歌融合了公共化（政治性）与个

人化（文学性）两种场域的内容与风格特色。

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文论

中的政治性显然超出了忠君爱国的范畴，朝着民

族独立和阶级解放一路而去。梁启超在《论小说

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

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继承了中国文学经世

致用的特质。五四时期，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

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新文学》等，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出新文学应该建立在

“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的

“土壤根基”之上①。中国现代文论的政治倾向性

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宣传工

作，邓中夏、萧楚女、瞿秋白等领导人，积极探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对诗人和诗歌提出

明确要求：“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新

诗必须自觉充当革命的“工具”，“文体务求壮伟，

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②。

此时进步的政治文学是新文学，“新”体现在新理

论的指导和朝向社会现实的新视角。

形成于 1920 年代末的普罗文学，受到苏联的

“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影响，大力倡导革命文

学，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郭沫

若的《革命与文学》等都以此为题，尤其强调文学

的阶级属性。1925 年，茅盾曾断言：“从文学发展

的史迹上看来，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由全民众

的而渐渐缩小至于特殊阶级的。”③随着描写对象

范围的变化，文学特性也会发生相应改变，相对

于前一阶段较为模糊的普泛的新文学，革命文学

已经具体化为无产阶级专属，普罗文学被认为

“是‘天字第一号’的无产阶级文艺”④。阶级文学

①    守常：《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1920 年 1
月 4 日。

②    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10 期，1923 年
12 月 22 日。

③    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1925 年第 172 期。
④    华汉：《普罗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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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针对性，无产阶级文艺必然反对资产阶级形

态的表达，所以蒋光慈等人的普罗诗歌已经有了

用无产阶级的“集体”替换被视为有资产阶级属

性的“个人”，甚至有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倾向①，冯

乃超甚至把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称为“一个忧

愁的小丑”②。这些阶级话语传达了贬斥“小我”

弘扬“大我”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侧重社会学

角度的革命理念传达，缺乏审美角度的精雕细

琢。但在当时的激进批评者看来，这种侧重理所

应当，甚至应该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艺目的不

会是要人欢喜看的，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是专门

供人欣赏，玩弄的”③。据此，也可以理解郭沫若

宣称的“我只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

定要做‘诗人’”④的说法。革命文学脱胎自“五

四”人的文学，但当个性的普泛的“人”落实到群

体的局部的“阶级”，文学只能通过为政治服务来

“戴罪立功”。由此，“革命”成为核心，“文学”是

武器，政治抒情诗天然携带着扬政治抑文学的

基因。

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执委

会在决议中认为，“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只有大众化

“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⑤。

革命文学大众化的途径之一就是把个人融入大

众，这是比前一阶段的反个人主义更为详细可行

的措施，具体方法就是倡导诗人以战士的姿态融

入革命大众。蒲风说“但愿诗人不要纯是诗人，

同时更应是一个斗士”⑥，臧克家评价殷夫“是首

先作为战士而后才作为诗人的”⑦。诗人与斗士、

战士诗人，这些正是后来学界评价贺敬之和郭小

川常用的词语。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位政治

诗歌的写作者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一位是“时

代的鼓手”田间，一位是时代的“吹号者”艾青，后

者被冯雪峰赞为“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国现代大众

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⑧。两位时代诗

人展示的正是融入革命队伍的大众诗人风范，他

们在抒发政治情感方面具有示范性意义。

1942 年的《讲话》将文艺纳入政治范畴进行

定位和管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

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

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⑨。《讲话》

规定了工农兵文艺模式，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服务

对象落实到工、农、兵群体身上。之前革命文学

提倡的“大众”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其实有

些模糊，方向性和对象感不强，工农兵文艺模式

使文艺大众化更具体和清晰。《讲话》的发表是中

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

国革命文学，把之前较为分散的局部的革命文学

行动，提升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的文艺纲

领，也直接导致了政治抒情诗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的兴盛，后来关于政治抒情诗的政治性、人民性

等批评话语可看作是对《讲话》精神的运用发挥。

除了本土资源，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发展演变

过程中还汲取了外来思想文化的营养，比如马克

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恩格斯的典型论、列宁的大

众化思想、吉尔波丁的革命浪漫主义等，都在中

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实践。此外，别林斯基、普希

金、杜勃罗留波夫，以及鲍狄埃、卢梭等人，也曾

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产生过影响。尤其

被称为“当代政治诗”创始人的苏联作家马雅可

夫斯基的“楼梯体”诗歌被中国诗人仿效，产生了

直接而明显的影响，茅盾、冯牧、谢冕、洪子诚、杨

匡汉、古远清等人对此都有论述。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胡愈之、茅盾、瞿秋白、蒋光慈等人就翻

译或者介绍过马雅可夫斯基其人其作，到五六十

年代时已形成马雅可夫斯基热潮，“在这个时期，

①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 4 卷，第 172 页，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②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1928 年第 1 期。
③    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阿英：《阿英全集》第 1 卷，第 364 页，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④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论创作》，第 209 页，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83。
⑤    左联执委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

1 卷第 8 期，1931 年 11 月 15 日。
⑥    蒲风：《序林风的<向战斗歌唱>》，《前线日报·战地》1940年4月8日。
⑦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一

九一九-一九四九〉代序》，《臧克家文集》第 6 卷，第 244 页，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

⑧    冯雪峰：《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雪峰文集》第 2 卷，第
82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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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当作革命诗人的旗帜、典范对待，可以说没

有任何外国诗人在那个时期享有这样的殊荣”①。

政治抒情诗借鉴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一方

面，受当时政治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影响；

另一方面，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理念本身具有强烈

的政治激情，他认为诗应该成为革命的赞歌，并

把“战争与革命的混声”与“钢铁和反叛”当作诗

的“韵律”和“语言”②。这恰好契合其时中国的社

会氛围及政治抒情诗的特点，尤其是贺敬之和郭

小川把“楼梯体”、民族习惯与个人风格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化和个性化的诗体风格。

“历史和语境，昨天和今天都不能被排除于

经典形成的考虑之外。”③回顾所来径，在政治抒

情诗产生之前，中国现当代革命诗人及批评界伴

随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社会由乱而治，他们对

政治、对政治与诗歌关系的认知及情感表达，呈

现具体化和缩小化的趋势：政治立场上从社会革

命到阶级斗争，文学形象上从平民百姓到工农

兵，外来资源上从开放多向到封闭同质，情感建

构上从揭露批判到赞扬歌颂，评判标准上从多元

丰富到单一简单，价值指向上从未来的理想期盼

到现实的紧密追随。在这一过程中，诗歌及其批

评的相关变化还伴随着诗人个性的消弭和集体

话语的蔓延，抒情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愈发需要获

得政治的肯定和维系。政治对诗歌把控的逐渐

增强，造成了诗歌审美属性的收缩和反映现实能

力的孱弱，这对诗歌的发展是不利的。产生于如

此背景下的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

的失衡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其虽风靡一时后来

逐渐消隐的重要原因。

三、延伸问题与前景展望

关于政治抒情诗，还有一些突出的延伸问题

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探讨。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多

重身份会给诗歌及相关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以贺敬之和郭小川为例，他们的身份有两个突出

特征：第一，两人既是政治抒情诗人，也是文化部

门官员。杨匡汉、孟繁华注意到这种“先天性双

重身份，即一方面是文艺界或文艺部门的领导者

和负责人，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的专门家与实践

者”，“一面要统观全局，抓取倾向，站在文艺思想

斗争的最前列，为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代

言；一面要浇花锄草，剔微阐隐，通过具体的作家

作品评论，探究文学的发展规律”④。宏观层面把

控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要管控艺术个性，微观层面

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者则强调发挥艺术个性，这两

者不无矛盾。第二，郭、贺作为诗人经常加入对

自己和其他作家作品的解读评判，两人都有不少

学术文章问世，所以两人实则集文艺政策的制定

者、诗人、评论家三重身份于一身，如果用体育赛

事作比喻的话，相当于一人身兼裁判、运动员、观

众多职，而这种多重身份现象在当代文坛并不少

见。多重身份造成的融合、游移、矛盾又势必产

生多种作用力，直接影响文学的产生、走向、特

点，乃至命运。

进入 21 世纪，看起来已经过时的政治抒情诗

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它有多大生存空间？2009
年 4 月 19 日，《文艺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研

讨会，主题是政治抒情诗在新时期的意义及生存

策略。2012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的首届“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中，张

炯、朱先树等学者关心的也是政治抒情诗的现状

与未来。“它仅仅是在政治性纪念活动之际、重大

政治事件发生之时，以备应景或配合之需而出

现 ，还 是 作 为 一 种 不 可 替 代 的 审 美 样 式 而 存

在？”⑤这样的探讨所关心的无疑是政治抒情诗的

地位及学术生命力等重大问题。政治抒情诗是

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话语体现，具有凝聚人心、

①    洪子诚：《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文艺
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②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这本书人人应读》，伍蠡甫等编：《现代西
方文论选》，第 77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③    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导言》，第 3 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④    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 50 年》，第 483 页，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9。

⑤    舒晋瑜：《新时期多元化诗坛中政治抒情诗如何生存》，《中华读
书报》2009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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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精神、规范社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又涉

及了文学经典的标准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

即榜样和模范，其标准、角度、途径存在多种可

能。经典的衡量是开放的、多层面的，是各种合

力的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同时，也不能对作品

求全责备。童庆炳总结了文学经典建构的六要

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属于“内部因素”，“意

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属于“外部因素”①。

对于“红色经典”来说，其在文学性上可能有待精

进，但作品本身的政治站位高，就其社会影响力、

影响广度、影响效度来说，值得在文学史中留下

浓重的一笔，并在新的时期发扬其优势。

还有文学作品的定位问题。政治抒情诗本

身存在多重定位，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甚至互相

掣肘。比如，从诗歌的创作目的角度来说，政治

抒情诗需要兼具政治宣传效果与文学艺术性，这

种“既要”“又要”也很容易失衡。郭沫若在 20 世

纪 20 年代就曾批评“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的功

利主义，是“借披着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

吠”②。有学者曾感慨政治抒情诗的尴尬处境，

“在诗界讲政治，在政界谈诗歌，这种跨越造成了

我们的艰辛”③。再比如，从诗歌的接受者和批评

者角度来说，政治宣传的接受者是大众，为了最

广大群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效果，政治抒情诗在审

美方面须有所妥协，而文艺批评是少数专业学者

所从事的工作，学者要上升到客观理性的反思与

阐释层面，于是经常出现批评者的“高”位和接受

者的“低”位之间的落差。一脚在文学，一脚在政

治，政治抒情诗在两条轨道上行走，博弈的同时

如何平衡是政治抒情诗的基因难题。

当代文学绕不开政治抒情诗，它是新中国初

期美学意义上的国家话语，而政治抒情诗及相关

批评的命运变迁，更是折射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

学及批评的历史。智利革命诗人聂鲁达说他在

面对青年诗人时，“我绝不愿意劝他们做的事就

是一开头就写政治诗”，它对诗人有知识、经历、

情感等更高的要求，要符合和顾及各方面的认知

与需要，这是“极其难以做到的”④。虽然其自身

存在与政治距离太近、与现实有一定脱节等不

足，但政治抒情诗绝不是简单浅陋的，其创作及

研究是有深度有难度的，也是有生长性和延伸性

的。期待政治抒情诗创作及研究能有更丰硕的

成果出现。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 2022年省级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学》课程思

政元素的开发与教学实践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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